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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CGSS 2015中的全国农户生活能源使用状况数据，本文运用Tobit回归

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

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

其实际的能源支出却低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其他农户，出现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人力资

本与经济资本对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务农而言，外

出务工对农户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占比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

离与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正相关；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

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比率越低，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农户在

清洁能源的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并提升其消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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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发展阶段，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

背景下，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推动农村清洁能源的利用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并提出要“推

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上述目标的实现自然离不开农户能

源消费行为的改变。因此，认识、理解农户的能源消费行为成为推动能源政策在农村有效执行的前

提与关键。

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关注发达国家农村能源的使用效率

和消费公平不同[1]，发展中国家家庭能源消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能源使用类型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等，

并考察在这些主要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的农村地区如何快速地转向清洁能源的消费[2‐3]。自Hosier
等提出能源阶梯模型的假设以来，收入长期以来被视作衡量家庭能源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被重点考

察，这类观点认为，能源消费模式的选择与家庭收入直接相关，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在能源消费的阶

梯上对应不同的等级[4‐5]。然而，学者们亦发现，这个模型并不能解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进

程，因为除了收入外，许多基于能源供求的因素也会影响农户的能源消费选择[6]；有研究者指出，发展

中国家的农户能源消费状况似乎更应被视为一种能源消费按比例进行选择的多元模式，而不是单纯

地爬“阶梯”[7‐8]。

近几年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更符合能源叠加效应，在喀麦隆

和巴西，农村居民除了使用其他能源外，选择能源叠加的现象十分普遍[9‐10]。Baiyegunhi等基于非洲尼

日利亚一个州的实证数据显示，该地区的燃料使用方式与能源叠加效应相一致，现代清洁能源并不

能取代传统能源（如薪柴等），二者最终均成为农户的能源消费对象[11]。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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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效应时，有学者认为，清洁能源供应到农村地区并不能保证其能够在该地区被广泛使用[12]，这是因

为除收入和供需以外，还有许多因素（如受教育水平、农户的地理位置、家庭人口规模等）均会影响农

村居民对清洁燃料的使用[13]。目前国内对农户能源消费问题的研究，其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现状及

其存在的问题[14]、影响农户能源消费行为的结构性因素[15]以及能源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16]等方面。

其中，基于农户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已经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如，仇焕广等从区域

性差异着手，指出我国农村家庭的生活能源消费可能与农户家庭经济水平、劳动力机会成本、获得能

源容易程度、家庭人口特征等因素有关[17]；张妮妮等则进一步指出，除区域性差异外，气候状况、房屋

结构、就业特征也影响着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行为[18]。综合来看，既有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

间：首先，就中国农村的家庭能源消费而言，既有研究的样本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域局限性，许多数据

局限于某一地区乃至县域范围，缺乏整体层面的数据分析，尤其是缺乏对清洁能源等特定类型的能

源展开系统而深入的区域比较分析；其次，农户的家庭能源消费行为是其在自身家庭资源禀赋基础

上做出的理性选择，农户在行为选择时既需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支付能力，以及相关能源的可获得程

度，同时也会考虑自己在社区的社会地位以及维持其所预期生活方式的需要，而这些多重因素如何

影响农户的家庭能源消费则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分析。鉴于此，本文从农户的家庭禀赋及清洁能源的

接近性出发，通过面板数据的分析来解析农户的清洁能源消费行为。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家庭禀赋效应

从家庭禀赋的视角来展开对农户行为的分析，是对中国早期农业经济研究传统的接续。早在民

国时期，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卜凯等人的带领下曾大力推进过中国农家经济调查[19]。家庭禀赋被

引入农户行为的分析，其要义在于将家庭内部的资源进行细化，并使之具有可分析性。关于家庭禀

赋的内涵，Kahl[20]、孔祥智等[21]都作了较为细致的界定，大家一致认为家庭禀赋包括家庭成员及整个

家庭所拥有的自然所有和后天所获的各种资源与能力。基于此，本文将家庭禀赋定义为家庭所拥有

的、可供家庭成员使用的各种资源、能力及技术的总和，其包括家庭的人力资本禀赋、经济资本禀赋

和社会资本禀赋三大类。其中，人力资本禀赋主要体现在农户家庭成员身上的资本量，本文选择家

庭成员的最高受教育（学校教育）程度及外出务工习得技能和开阔视野（社会教育）程度；经济资本禀

赋主要体现在农户家庭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本文从家庭人均收入的绝对维度及家庭在当地所处经济

水平位置的相对维度进行测量；社会资本禀赋是指家庭成员作为某类组织成员所获得的资源，本文

从农户家庭是否是中共党员家庭这一维度来衡量。

家庭禀赋对农户的清洁能源消费行为选择的影响有三种可能的机制。

第一，现代性机制。英克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理论中强调，具有现代性的“现代人”通常更容

易“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动方式”[22]。使用清洁能源作为一种具有环保理念的行为，往往更容

易被具有现代性因子的个体和家庭所接受，所以具有现代性因子的家庭往往更容易采用清洁能源。

鉴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农户的现代因子越丰富，其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既有的研究表明，教育对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具有明显的形塑作用，教育不仅具有“启蒙主义”的

功能[23]，而且通过知识的积累和认知的发展，可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传统观念的认知[24]。使用清洁能

源、减少碳排放，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知识，其更容易被受过较高教育者所接受。相应的，受过较高教

育、拥有更高人力资本者，越可能采用清洁能源。鉴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除了受教育之外，非农就业和外出务工的经历也被研究者用来讨论农户的现代性。由于城市本

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在城市生活与工作的个体往往比在农村生活和务农的个体接触到更多的现代

性，而城市的生活与交流改变流动人口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25]，使他们与身处乡村社会中的成员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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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接受现代性的新事物。因此，如果家庭中的户主拥有外出非农就业的经历，其更容易采用清

洁能源。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b：与务农的户主家庭相比，兼业和外出务工户主的家庭更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第二，认同机制。消费社会学理论认为，个体消费某一物品时，并不只是获得该物品的使用价

值，同时也是消费一种文化。不论是凡伯伦的炫耀性消费，还是布迪厄的“品味”与“文化资本”，以及

布西雅和詹明信等人的“符号性消费”，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消费行为背后具有消费者寻求社会

认同的影子，“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均‘同谋’合作把某种认同‘外射’到一个相对应的商品

系统中，使这个系统构成该种认同的符号体系”[26‐27]。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消费各种具有符号意义的物

品来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同时彰显自己的社会身份，因此消费的过程本身就是消费者借此向社会

观众传递关于自身身份和品位的社会交流与社会表征的过程。在农村，农户的能源消费行为也并不

完全由家庭收入和能源市场价格所决定，选择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消费方式往往是他们做出消费决

策时的主要考量要素。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农户的社会地位越高，其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社会学关于社会地位的研究虽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与阶级分析，但在实证分析领

域推进的社会地位研究则主要是自布劳-邓肯的地位观研究起。社会地位观的理论分析背后有一

个基本性的假设，即“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

景所决定。”[28]这种社会地位观本质上与结构取向的社会资本观存在相互重叠性。社会资本作为个人

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它被行动者所获得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行动者作

为某类组织成员的身份所获得的，与结构取向的社会资本观相对应的是网络取向的社会资本观，后

者认为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体行为的“嵌人性”、个体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和动员能力以及个体在

社会网中的位置等是影响行动者资源获取的关键。本文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主要是结构取向。即“个

人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与这些团体和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联系，个人可以通过这种稳定

的联系从社会团体和组织中获取稀缺资源”[29]。结合李涛等[30]从行动者组织身份的角度对社会资本

进行定义，本文选取了农户家庭是否是“中共党员家庭”来衡量社会资本。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与非党员的家庭相比，党员家庭更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在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与阶层研究中，经济始终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维度。已有研究表明，

家庭经济状况在社区或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所在社区或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据此，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H2b：农户在当地所处的经济水平越高，其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第三，能力机制。由于消费清洁能源通常相比于消费传统能源要花费更多，尤其是对许多农户

而言，其传统能源（如木材、秸秆等）主要是通过劳力直接获得，而无需现金支付。正是因为能源消费

是一项经济支出，所以经济资本的占有是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基础。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农户的人均收入越高，其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2.接近效应

如果说家庭禀赋效应是从消费者（农户）的角度来看其何以消费清洁能源，那么接近效应则是试

图从清洁能源供给的角度来考察消费者获得清洁能源的边际成本。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如果农

户获得清洁能源的便捷程度越高，他为消费所支付的边际成本就越低，相应地边际收益也就越大。

为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清洁能源的可获得程度越高，农户则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本身或使用清洁能源的基础设备通常需要农户从市场上购买才能获得，因此对于农户

而言，构成农户消费清洁能源的成本除了能源或能源使用设备的价格之外，农户距清洁能源供应点

的距离以及在此距离上的交通花费都将影响农户的消费成本。故，在H4 的基础上，本文拓展出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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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假设：

H4a：农户距离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越近，农户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H4b：农户获取清洁能源所需的交通及其他成本越低，农户越有可能消费清洁能源。

对于农户而言，清洁能源的消费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其一，相对非清洁能源（除了煤、炭）而言，使

用清洁能源都需要做一定的货币投入（或是需要货币购买能源，或是需要货币购置清洁能源的使用

设备）；其二，清洁能源的使用过程具有清洁性和便捷性；其三，清洁能源的使用具有正外部性。这些

特征决定了农户在清洁能源的消费行为上呈现出某些结构性的特征。本研究则试图从农户的家庭

禀赋以及其与清洁能源的接近性两个层面来考察农户的清洁能源消费。研究框架见图1。

二、数据来源、变量设计及计量模型

1.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所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研究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
cial Survey，CGSS）中 2015年全国调查数据集。2015年CGSS的数据涵盖全国 28个省区市的 6470
个城镇居民和 4498个农村居民，记录了受访者家庭的人口特征、家庭结构、经济收入、职业地位、能源

消费、法制治理等多方面的信息。基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对数据集做如下处理：（1）剔除CGSS
2015中的城市样本，选择户口登记状况为“农业户口”的样本确定为农户；（2）剔除部分户主教育水

平、家庭总收入和同住家庭人口等重要信息缺失的样本；（3）对居民清洁能源消费量和总能源消费量

进行标准化计算。最终，本文得到有效样本量为 1363个，覆盖全国 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有效

样本按照西部、东北部、中部、东部进行区域划分，四大区域的农户样本量占比较为均匀，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

2.变量设计

（1）因变量。在本研究中，核心的因变量是清洁能源消费，其主要包括清洁能源的消费耗能和消

费支出两个方面。其中，清洁能源的消费耗能主要包括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清洁能源耗能比两个维

度，清洁能源的消费支出主要包括清洁能源的支出额和清洁能源的支出比两个维度。

虽然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已有一部分研究者对清洁能源及其消费进行了研究，然而其对清洁能源

的界定主要是概括性的[31]，而在清洁能源的测量时主要停留在列举层面[32]，甚至部分研究者主要是侧

重特定清洁能源的消费[33]。鉴于清洁能源是一个政策意涵较重的概念，本研究对清洁能源的分析主

要参考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的界定，将农村地区的清洁能源限定在太阳能、风能、沼气、

秸秆气化、水电[34]。CGSS 2015调查数据中农村家庭能源消费主要包括煤（蜂窝煤、煤块、炭）、油（汽

油、柴油）、气（管道煤气、天然气、瓶装液化气）、电、传统生物质能（禽畜粪便、秸秆、薪柴）以及新型可

再生能源（太阳能、沼气）的消费。结合研究的主题，本文分析的清洁能源主要指气、电和太阳能、沼

图 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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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非清洁能源主要指煤炭和禽畜粪便、秸秆、薪柴①。基于调查问卷中涉及能源模块及基础信息模

块的数据对上述因变量的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即参照《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报告（2015）》[35]提出的

具体能源核算方法和参数设定，将居民每一种燃料消费实物量所基于相对应的用能设备参数（如功

率、折算指标、能效等级等）进行能源核算，以千克标准煤为基准对户均能源消费量进行处理，进而测

算出农户人均消费的清洁能源占总消费能源的比例以及农户购买清洁能源的支出比重。

（2）自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禀赋和可获得。借鉴既有研究中对农户家庭禀赋的

测量以及CGSS 2015问卷的数据结构，选取三类（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共5个指标来测量

家庭禀赋，选取3个指标来测量可获得。

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是从家庭最高文化程度、非农就业经历两个维度来考察农户的人力资本

水平；从年度人均收入和农户在当地所处的经济地位来测量农户的经济资本；从是否是党员家庭来

测量农户的社会资本；从各个地区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远近、需要支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来测量农户的清洁能源可获得程度。

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层面的经济变量，参考中国经济带区域划分，将西部地区赋值为 1，
东北部赋值为2，中部赋值为3，东部地区赋值为4。本文还控制了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劳动力就业结

构等家庭变量，具体的变量及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1。
（3）模型选择。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家庭禀赋和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

分别用CGSS 2015数据能源模块中的农户用能能耗（通过Stata14统计分析得到，以千克标准煤为基

准）和农户用能支出来衡量农户清洁能源耗能量（comec）和支出额（comenergy），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

衡量农户清洁能源占农户总能源用能（comecratio）的比例和农户清洁能源支出占农户总能源支出

（comenergyratio）的比例这两个指标。comecratio的取值比例越高表示农户清洁能源占农户总能源的

比重越大，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越多。comenergyratio的取值比例越高表示农户清洁能源支出

占农户总能源支出的比重越高，农户选择购买清洁能源的情况越多。

分析CGSS 2015数据得知，农户存在未使用清洁能源的情况，其清洁能源消费为 0，本研究中的

四个解释变量 comec、comenergy、comecratio和 comenergyratio均含有 0值，OLS估计会产生偏误。为

了保留清洁能源消费为 0值的数据并对该行为进行分析，本文采用文献中广泛使用的Tobit模型进行

估计，更好地估计因变量存在0值和连续正值变量的情况。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Yi=F(αifamliving+βiavailability+γXi+εI ) (1)
Y= Yi

*，Yi
*>0且Yi

*~N（0，δ2） (2)
其中，Y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为 comec、comenergy和 comecratio、comenergyratio。Yi

*是Yi不为 0
时的潜在因变量，Yi为归并后的被解释变量。famliving和 availability是本文最为关注的核心解释变

量，X是区域控制变量。ε为误差项，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在进行模型回归之前，以 comecratio为被解

释变量，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自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检验（见表1），从结果来看，

所选入的解释变量的VIF均值为1.11，可以认为所构建的计量模型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农户生活能源的消费总量与消费构成的描述性分析。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2），2015年所调查

25个省区市的农村人均生活用能耗能为 867.14千克标准煤、人均花费 1666.70元，其中人均生活消费

的清洁能源中沼气、太阳能、气、电耗能分别为 1.09、129.26、35.42、283.63千克标准煤，清洁能源耗能

占比达到51.83%。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农村人均清洁能源如此高的比例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对电能

的广泛购买和使用。本文所提取的1363个样本中，仅有8个被调查户未使用电能。

从能源消费的结构来看，一方面人均能源消费总量已很高，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已开始在生活能

源用能中占有重要地位。以2014年为例，农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总量中清洁能源已占51.83 %，其中

① 需要额外指出的是，油（包括汽油和柴油等）是主要的非清洁能源。但由于本文主要是考察农户在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消费

之间的竞争性/替代性关系，而油的消费在农村主要是用于交通工具（尤其是汽车、农用车），而在这些领域清洁能源的替代性不

足，故暂不考虑油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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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样本变量描述统计

指标

清洁能源消费

家庭禀赋

能源可获得

控制变量

指标类别

消费耗能

消费支出

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

社会资本

评价指标

清洁能源
耗能量

清洁能源
耗能比

清洁能源
支出额

清洁能源
支出比

家庭最高
文化程度

非农就业
经历

人均收入

在当地所处
经济水平

是否为党
员家庭

获取清洁能源
的容易程度

获取清洁能源
所需成本

区域变量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劳动力就
业结构

指标说明及赋值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清洁能源耗能量/千克标准煤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清洁能源耗能占总消费能源耗
能的比例/%

农村居民购买清洁能源的支出额/元

农村居民购买清洁能源的支出占总消费能源支出的
比重/%

户主或配偶中最高的受教育年限（小学及以下=1；
中学=2；高中或中专技校=3；大学及以上=4）

务农=1；兼业=2；外出务工=3

2014家庭总收入/同住家庭总人口，再取对数

远低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1；平均水平=2；
远高于平均水平或高于平均水平=3

访谈对象夫妻双方、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党员=1；
否=0

清洁能源与供应点的距离，距离超过 10千米=1；距
离为 5~10千米=2；距离为 3~5千米=3；距离为
1~3千米=4；供应入户=5

获取清洁能源所需的交通及其他成本/元

西部=1；东北=2；中部=3；东部=4
同吃同住且经济不独立的家庭成员人数（3人以
下=1；4~6人=2；大于 7人=3）

大于22周岁小于60周岁人口数量/家庭人口规模

均值

950.41

0.56

1583.40

0.86

1.79

1.73

8.76

1.65

0.13

0.95

11.44

2.54

1.24

1.98

标准差

2093.25

0.36

4187.38

0.27

0.84

0.90

1.81

0.60

0.34

1.06

133.28

1.11

0.46

0.81

多重共线性

VIF

1.24

1.22

1.15

1.11

1.05

1.12

1.02

1.04

1.03

1.11

Tol

0.80

0.82

0.87

0.90

0.96

0.89

0.98

0.97

0.97

0.90

表2 2014年我国农村各地区人均生活能源消费

清洁能源

非清洁能源

沼气

太阳能

气

电

小计

禽畜粪便

薪柴

秸秆

煤

炭

小计

总量

西部

能源量

3.42
171.69
44.22
283.70
503.03

0
236.60
34.77
2.15
2.73
276.25
779.28

支出额

—

13.71
240.78
1120.16
1374.65

0
10.70
0

18.08
—

28.78
1403.43

中部

能源量

0.55
129.87
17.69
282.67
430.78

1.06
464.21
16.54
27.22
0.90
509.93
940.71

支出额

—

46.69
85.21
1290.23
1422.13

0
49.80
2.37
408.03

—

460.20
1882.33

东北

能源量

0
55.45
26.49
261.56
343.50

0.06
533.15
89.57
60.37
6.62
689.77
1033.27

支出额

—

0
105.30
1275.77
1381.07

0
109.84
16.56
457.01

—

583.41
1964.48

东部

能源量

0.40
160.04
53.27
306.60
520.31

0
174.00
14.76
5.23
1.02
195.01
715.32

支出额

—

14.89
273.88
1031.24
1320.01

0
9.23
0

87.30
—

96.53
1416.54

全国

能源量

1.09
129.26
35.42
283.63
449.40

0.28
351.99
38.91
23.74
2.82
417.74
867.14

支出额

—

18.82
176.29
1179.35
1374.46

0
44.89
4.73
242.61

—

292.23
1666.70

注：原统计数据中沼气、太阳能和炭等统含在“其他”中核算支出，在统计中笔者忽略了消费量占比极低的沼气与炭，将“其他”主要

视为占比较高的“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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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的人均耗能量高达 283.63千克标准煤，分别占人均清洁能源用能和人均总能源消费比重的

63.11%和 32.71%；太阳能在农村地区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其超过农村居民对气的使用程度，仅次于

电的人均消费总量。在非清洁能源的使用中，薪柴的使用比例相当高，分别占人均非清洁能源用能

和人均总能源消费比重的84.26%和40.59%，是农户耗能最多的能源。

从区域上来看，各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数量差异很大，西部地区对太阳能、电和薪柴的使用较

多，对沼气和煤炭的消费较少。其中，太阳能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占人均总用能的 22.03%；东北地区

人均清洁能源占总能源用能的比例相对较低，为 33.2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可能与能源的可

获得有关，即东北地区薪材与煤炭资源相对丰富，人们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同时，此区域因为地

理因素而导致气温较低，太阳能资源相对不足。在中部地区，薪柴的人均用能占总能源用能比例仍

然较高，其比例高达 49.35%。但中部地区的太阳能耗能比重也较大，这也说明中部地区对太阳能的

使用较多。东部地区人均用能为 715.32千克标准煤，在我国四大区域中的总量最低，且其人均清洁

能源用能占人均总能源用能的比例最高，为72.74%，是清洁能源耗能占主导地位的区域，相比于其他

地区，东部地区的电能消费量最多，而薪柴消费比例最低。

三、结果分析

1.家庭禀赋、能源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双重影响

（1）家庭禀赋、能源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量的影响。表 3为影响清洁能源耗能量以及影响

清洁能源耗能结构的全部样本的Tobit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

本和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量呈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越丰富，农户的

清洁能源耗能量越多。社会资本禀赋对农户的清洁能源耗能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获取清洁能

源的容易程度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具体来看，人力资本的拥有状况对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中的清洁能源耗能量影响十分显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最高文化程度与农户的清洁能源耗能量正相关，家庭最高文化程度

越高，农户消耗的电能、沼气能和太阳能就越多。导致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

户越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其对电器产品、沼气技术和太阳能产品这些清洁能源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也

就越高。相比之下，其他清洁能源（如气）则已不是“新事物”，已被广大农户所了解并接受。与纯粹

的务农家庭相比，兼业型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量没有影响，而外出务工则增加了清洁

能源的耗能量，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家庭的电和太阳能耗能量越多。可能的解释是，外出就业时

清洁能源的使用经历和收入增长使得农户对清洁能源的认知程度、接受程度、购买力有了提高。

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对农户家庭整体的清洁能源耗能量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气和电的耗能量有

显著正向影响，对沼气有显著负向影响。易言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农户会耗费更多的气和电

能，同时会降低对沼气的需求。与此相一致，农户在当地所处的经济水平对其家庭清洁能源耗能量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在当地所处经济水平越高，越愿意使用电能。可能的原因是，农户的经济

条件越宽裕，对电器设备和电能的购买力越强；而农户对自身在当地所处的经济地位认可度越高，则

越愿意承受电能的使用所产生的额外开支，改善生产工具、炊事设备或居住（冷暖）环境。

社会资本中，是否为党员家庭对农户气类清洁能源耗能量不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与清洁能源

在农村地区的供给市场化程度有关系。我国气类清洁能源的供给完全依托市场进行，在广大农村地

区，均匀地分布着各个供气站，农户可以按需在市场上购煤气或者天然气，能源的稀缺程度通过市场

价格的波动体现出来，而不是以个人是否是党员身份来区分是否有使用相对稀缺资源的资格。相

反，党员家庭会消耗更多的电和太阳能，这可能与电普及后家电下乡的政策宣传力度有关。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获取清洁能源的容易程度对农户清洁能源的总能量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农户距离气、电、沼气的供应点越近，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越多；而农户获取清洁能源需要花

费的额外成本与清洁能源的使用并不相关。这表明，农户家庭在消费清洁能源时更看重清洁能源的

便利程度，而不是成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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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性和家庭层面来看，相对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清洁能源耗能量更少，但并不显著，而

中部地区则耗费更多的电，却相对来说减少了对气能源的使用量；东部地区则较西部地区消耗了更

多的气，却相对来说减少了对沼气能源的使用量。相对于3人以下的家庭人口规模而言，拥有4~6口
人家庭消耗的电和气能更多，这可能是因为人口的增加使得家庭成员的出行和生产依赖更多的气，

并使用更多房间和更多能源来供暖、制冷或烹饪，以确保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对 7~10人的农户家

庭而言，这类家庭相对于 3人以下的家庭人口规模而言，使用更多的电能，可能的原因是这类家庭的

其他成员均未产生对气能的需求。

（2）家庭禀赋、能源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比重的影响。表 4为影响清洁能源耗能占全部能

源之比以及影响清洁能源结构的全部样本的Tobit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与表 3中的结果相一

表3 清洁能源耗能量的Tobit模型回归结果 N=1363

家庭最高文

化程度

非农就业经历（以务农为参照）

兼业

务工

在当地所处

经济水平

人均收入

是否为党员

获取清洁能源的

容易程度

获取清洁能源所

需额外成本

区域（西部为参考组）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家庭人口规模（以3人以下为参照）

4~6人

7~10人

家庭劳动力

就业结构

常数

sigma
cons

伪R2

模型1：清洁能源耗能量

141.661*

(74.222)

250.186
(183.251)
394.734***

(138.314)
176.474*

(98.499)
2.002
(33.118)
417.711**

(168.581)
119.455**

(57.630)
-0.136
(0.423)

-202.805
(164.738)
97.318
(158.625)
132.806
(164.017)

171.957
(135.507)
-21.745
(506.064)
-7.529
(72.853)
27.469
(322.414)
2057.399***

(39.545)
0.0023

模型2：气耗能量

-5.906
(10.179)

-17.845
(26.400)
31.411*

(18.339)
17.321
(13.420)
10.585**

(5.342)
-9.421
(23.658)
140.982***

(7.755)
0.037
(0.046)

-18.466
(22.352)

-138.120***

(24.753)
45.473**

(20.909)

34.266*

(18.412)
8.685
(70.241)
9.775
(10.295)

-353.725***

(51.407)
222.191***

(7.838)
0.0792

模型3：电耗能量

35.376**

(16.443)

44.979
(40.581)
95.695***

(30.634)
104.701***

(21.809)
24.268***

(7.330)
90.197**

(37.349)
55.798***

(12.764)
0.149
(0.094)

14.172
(36.491)
76.703**

(35.137)
15.585
(36.331)

112.638***

(30.020)
242.466**

(112.124)
22.374
(16.137)
-56.142
(71.403)
455.843***

(8.768)
0.0084

模型4：沼气耗能量

109.303***

(34.800)

65.423
(63.036)
-118.037*

(71.195)
-40.145
(43.699)
-26.998**

(11.798)
61.959
(61.672)
57.759**

(23.348)
-0.081
(0.169)

-1388.200
(0.000)
-1.956
(55.041)
-133.473*

(73.705)

-66.545
(65.781)
-1188.379
(0.000)
2.256
(30.470)

-448.778***

(149.941)
250.662***

(45.942)
0.0992

模型5：太阳能耗能量

6052.786*

(3552.897)

12545.289
(9086.314)
16474.502**

(7294.091)
3203.821
(4755.055)
-1319.912
(1537.186)
12296.999*

(6922.562)
616.647
(2735.636)
-713.390
(767.527)

-16995.817
(10964.515)
2829.035
(7668.972)
4807.440
(7496.790)

1553.868
(6397.546)
-151197.625
(0.000)

-2013.934
(3796.973)

-80605.513***

(22213.148)
32938.324***

(6005.501)
0.0337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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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占比在统计上呈现一定程

度的显著性，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越丰富，农户清洁能源耗能比重越大。社会资本禀赋对农户的清

洁能源耗能占比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获取清洁能源的容易程度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占比有一定

的影响。

家庭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生活能源消费中的清洁耗能占比均产生显著影响，且与对清洁能源耗

能量的影响方向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最高文化程度与农户的清洁能源耗能占比正

相关，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占总耗能比率就越高。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消耗的

沼气能和太阳能占清洁能源耗能比率就越高，也就是说农户越倾向于使用沼气能和太阳能而不是其

表4 清洁能源耗能比重的Tobit模型回归结果 N=1363

家庭最高文

化程度

非农就业经历（以务农为参照）

兼业

务工

在当地所处经

济水平

人均收入

是否为党员

获取清洁能源

的容易程度

获取清洁能源

所需额外成本

区域（西部为参考组）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家庭人口规模（以3人以下为参照）

4~6人

7~10人

家庭劳动力

就业结构

常数

sigma
cons

伪R2

模型6：清洁能源占
总耗能比率

0.033***

(0.010)

-0.016
(0.028)
0.086***

(0.019)
0.050***

(0.015)
0.011*

(0.006)
0.044*

(0.025)
0.117***

(0.008)
0.000**

(0.000)

-0.180***

(0.024)
-0.030
(0.024)
0.056**

(0.023)

0.043**

(0.019)
-0.006
(0.063)
0.009
(0.011)
0.184***

(0.054)
0.302***

(0.005)
0.4440

模型7：气耗能占清
洁能源耗能比率

-0.015
(0.013)

-0.030
(0.034)
0.021
(0.024)
0.021
(0.017)
0.008
(0.007)
-0.018
(0.031)
0.183***

(0.010)
0.000
(0.000)

-0.026
(0.029)
-0.191***

(0.032)
0.048*

(0.027)

0.008
(0.024)
-0.038
(0.093)
0.010
(0.013)
-0.376***

(0.065)
0.289***

(0.010)
0.4309

模型8：电耗能占清
洁能源耗能比率

-0.007
(0.017)

-0.051
(0.041)
-0.077**

(0.030)
-0.030
(0.022)
0.004
(0.008)
-0.022
(0.038)
-0.204***

(0.013)
0.000
(0.000)

0.063*

(0.037)
0.154***

(0.038)
-0.069**

(0.035)

0.008
(0.030)
0.092
(0.120)
-0.012
(0.017)
1.390***

(0.078)
0.374***

(0.013)
0.3035

模型9：沼气耗能占
清洁能源耗能比率

0.167***

(0.053)

0.120
(0.094)
-0.179*

(0.109)
-0.056
(0.066)
-0.040**

(0.018)
0.084
(0.094)
0.084**

(0.035)
-0.000
(0.000)

-2.103
(0.000)
0.012
(0.083)
-0.207*

(0.114)

-0.102
(0.100)
-1.748
(0.000)
-0.003
(0.046)
-0.686***

(0.228)
0.380***

(0.070)
0.2486

模型10：太阳能占
清洁能源耗能比率

0.397*

(0.230)

0.807
(0.589)
1.067**

(0.472)
0.194
(0.308)
-0.086
(0.099)
0.806*

(0.448)
0.042
(0.177)
-0.047
(0.050)

-1.099
(0.710)
0.184
(0.497)
0.321
(0.485)

0.097
(0.414)
-9.777
(0.000)
-0.132
(0.246)
-5.199***

(1.436)
2.131***

(0.389)
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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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洁能源。与纯粹的务农家庭相比，兼业型非农就业经历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占比没有影响，而

外出务工则增加了清洁能源的耗能占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家庭使用更多的太阳能，并减少了

对电和沼气的使用。可能的解释是，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开始产生更多的能源需求，如添置新的

电器和生产生活工具等，并且也认识到除了电之外还可以选择更经济的清洁能源，如太阳能。

经济资本对农户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中的清洁能源耗能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户在当地所

处经济水平越高，人均收入越高，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占总耗能比率就越高，农户就越不愿意选择非

清洁能源。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一致的。具体而言，在选择清洁能源时，农户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农

户越愿意选择清洁能源，即消耗更多的清洁能源，却同时降低了对沼气的使用比率。同样地，农户在

当地所处经济水平越高，在选择清洁能源时，气能和太阳能的耗能量占比上升，电和沼气的耗能量占

比却显著下降了。可能的原因是，农户的经济条件越宽裕，农户越愿意尝试使用更方便更多元的清

洁能源，使得气能和太阳能能源比例开始上升。与表 3中的结果部分相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中，经济资本对沼气能耗占比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与表 3的分析一致，社会资本中“是否为党员家庭”这一指标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占比有着显著

的正向影响。而农户获取清洁能源的容易程度对清洁能源的耗能占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获

取清洁能源越容易，农户消耗的气能和沼气能源越多，而消耗的电能越低。农户距离电的供应点越

远，农户使用的电能源占总耗能比率就越低，农户越愿意选择其他清洁能源。但是，在选择清洁能源

时，农户更愿意选择使用更多的气和沼气，而不愿意使用更多的电，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农户可以

使用气（如煤气、天然气）等能源时，农户会因为气和沼气的成本优势而放弃价格相对昂贵的电能。

从区域性和家庭层面来看，相对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清洁能源耗能占总耗能比

率更低，东部地区的清洁能源耗能占总耗能比率更高。具体来看，东北地区相对西部地区而言，在使

用清洁能源时，使用了更多的电，而中部地区则明显较西部地区使用了更少的气能源和更多的电能，

东部地区不仅相对而言使用了较高比率的气能源，并且有着更低的电和沼气的使用比率。相对于 3
人以下的家庭人口规模而言，拥有 4~6口人家庭消耗的清洁能源耗能占总耗能比率更高，而拥有 7~
10口人家庭消耗的清洁能源耗能占总耗能比率相对而言并没有显著变化。与表 3中的结论一致，家

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农户清洁能源耗能占比并不具有显著影响。

2.家庭禀赋、能源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支出的影响

从消费支出来看，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支出的影响与对农户的

清洁能源耗能量并不完全一致（见表 5）。相比较而言，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清洁能

源消费支出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的清洁能源耗能量和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

较为一致。距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越近，农户的清洁能源消费支出额越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农

户对清洁能源的使用价值认可度高，清洁能源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是影响农户能源消费选择的关键

因素。

有意思的是，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

比率越低，这与家庭最高文化程度对清洁能源耗能的影响方向不一致。这说明高文化程度的家庭比

较多地使用耗能量大但支出不高的清洁能源。结合数据可以发现，在农村的清洁能源消费存在“廉

价的高品位”特征，即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其实际的清洁能源支出却低于其他农户使用传统

能源的支出，由此在“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下，高人力资本的农户可能享受着“廉价的高品位”。

导致这种“品位与成本倒挂”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部分清洁能源在使用器械上有一定初始投入，一

旦投入之后，其能源本身的消费则可能较低或无成本。例如，太阳能热水器，当初始的热水器投入

后，其能源的消费基本是无成本的。

结合表 3~5的数据可见，经济资本对农户的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的影响，体现为农户在当地所

处的经济水平越高，农户的清洁能源消费支出额和支出比越高，但是人均收入这个绝对值对农户清

洁能源消费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也与上述逻辑的作用有关，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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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清洁能源中价格差异较大有关，即使用量

较大的电与太阳能之间的价格差异较大，这种差

异可能使得影响效应变弱。农户在清洁能源的

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

并提升其消费比例。距离越近，说明农户面临的

清洁能源的供给越丰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农户家庭选择清洁能源消费支出的占比和

实际支出额度会显著增多。一种可能性的解释

是，清洁能源的便利程度会改变农户的用能结

构。而清洁能源的消费与获取该清洁能源所需

花费的交通及其他成本无关则表明，农户家庭在

看重清洁能源的便利程度时，并不太在乎花费多

少交通费用或时间，或者农户已经开始享受供应

上门的服务。

3.稳健性检验

（1）对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OLS方
法对家庭禀赋、能源可获得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

行为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相应变量

的显著性并没有改变，且方向一致，回归结果比

较稳健。表 6为OLS回归结果，分别显示了在

Tobit模型中有一定显著影响的关键变量对清洁

能源耗能量、清洁能源耗能比、清洁能源消费额

和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比的影响。由于文章篇

幅原因，在此只展示了相关变量对农户清洁能源

总体使用和消费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发现，人

力资本中的家庭最高文化程度对清洁能源耗能

产生影响的显著性一致，且为正向影响，而对清

洁能源消费产生影响的显著性也一致，且为负向

影响。

（2）对关键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在本文中，

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户使用清洁能源有一定的显

著影响，但是在清洁能源的消费支出额和消费支

出成本比中完全不显著。而被调查对象自身在

当地处所的经济水平则对农户使用与消费清洁

能源的行为产生了显著正向的影响。为了研究

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农户家庭的收入究竟是否

对家庭的清洁能源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本文拟考虑从两个方面检验“人均收入”这个关键变量在模型

结果中的稳定性。一方面，用“2014年家庭年收入”替换 2014年家庭“人均收入”变量，然后用取对数

方法处理该变量，重新进行Tobit模型的回归。另一方面，用样本量等量划分的方法处理该变量，重

新进行Tobit模型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7所示，发现当取“2014年家庭年收入”为变量时，模型回归

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在样本等量划分时，相对于“2014年家庭年收入（低收入组）”而言，“较低收

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对家庭清洁能源消费额和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的影响系数均为负数，且不显著，

只有“高收入组”对农户家庭清洁能源消费额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但对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比影响

仍不显著。整体而言，模型稳健性较好。

表5 清洁能源消费支出的Tobit模型回归结果

N=1363

家庭最高文化程度

非农就业经历（以务农为参照）

兼业

务工

在当地所处经济

水平

人均收入

是否为党员

获取清洁能源

的容易程度

获取清洁能源

所需额外成本

区域（西部为参考组）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家庭人口规模（以3人以下为参照）

4~6人

7~10人

家庭劳动力

就业结构

常数

sigma
cons

伪R2

模型11：清洁能
源消费支出额

-18.851
(150.463)

-53.302
(371.433)
458.977
(280.361)
356.599*

(199.698)
30.704
(67.185)
585.002*

(342.100)
258.346**

(116.777)
-0.388
(0.857)

-103.359
(334.031)
26.446
(321.528)
-202.710
(332.554)

148.644
(274.643)
570.871
(1025.563)
223.598
(147.742)
-136.789
(654.110)
4169.292***

(80.256)
0.0010

模型12：清洁能源消费
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

比率

-0.020**

(0.009)

-0.028
(0.023)
-0.014
(0.017)
0.021*

(0.012)
-0.003
(0.004)
0.012
(0.021)
0.027***

(0.007)
0.000
(0.000)

-0.228***

(0.020)
-0.185***

(0.020)
-0.044**

(0.020)

0.006
(0.017)
0.007
(0.063)
0.005
(0.009)
0.973***

(0.040)
0.254***

(0.005)
0.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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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庭人口规模”替换为“家庭现同住人口规模”，重新进行回归估计，以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

性程度。“家庭现同住人口规模”有可能不同住或经济不独立，将其分别处理成同样的类别变量和连

续变量。与前面构建的同吃同住且经济独立的“家庭人口规模”相比，选择“家庭现同住人口规模”就

相当于包括了分家的子女的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现同住人口规模”对农户的清洁能源耗能和

支出的影响一致，仅仅对电耗能量有较弱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模型中均不显著。模型解释力也没有

明显变化。

（3）对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测度误差、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这

三个方面[36]，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国家数据，在数据的录入和测度层面有

着较强的专业性，但是，囿于数据结构的有限性，模型中缺乏测量禀赋的相关变量，如耕地面积、养殖

情况等，这可能使得沼气等清洁能源的消费分析因为变量遗漏而产生结果偏误，由于本文中所测量

的使用沼气的样本值远低于使用电能和太阳能，在估计过程中加入了非农就业经历、区域等变量加

以控制。此外，采用内生性检验方法对模型 1、模型 6、模型 11和模型 12分别做了检验，得到模型 1和
模型 11（因变量分别为清洁能源总耗能和清洁能源消费额）的检验P值分别为 0.6650和 0.5221，即内

表6 家庭禀赋、能源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行为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N=1363

家庭最高文化程度

务工

在当地所处经济水平

是否为党员

获取清洁能源的容易程度

区域（西部为参考组）

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

模型13：清洁能源耗
能量

137.493*

(74.323)
410.667***

(138.400)
178.971*

(98.495)
408.238**

(168.828)
120.999**

(57.672)

-198.064
(164.912)
101.775
(158.765)
137.838
(164.165)

模型14：清洁能源耗
能比

0.033**

(0.011)
0.087***

(0.020)
0.050***

(0.014)
0.043*

(0.025)
0.117***

(0.008)

-0.180***

(0.024)
-0.030
(0.023)
0.056**

(0.024)

模型15：清洁能源消
费额

-22.030
(150.387)
472.985*

(280.041)
358.917*

(199.298)
588.563*

(341.612)
244.203**

(116.695)

-77.130
(333.687)
37.145
(321.249)
-170.276
(332.176)

模型16：清洁能源消
费成本占比

-0.020**

(0.009)
-0.014
(0.017)
0.021*

(0.012)
0.013
(0.021)
0.027***

(0.007)

-0.227***

(0.020)
-0.185***

(0.020)
-0.043**

(0.020)
注：该回归结果是Tobit模型中所有变量（包括控制变量在内）均列入估计范围之内而生成的一部分，囿于篇幅原因，其余部分在此

并未全部列出。

表7 对“人均收入”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N=1363

2014年家庭年收入

2014年家庭年收入（以低收入组为参照）

较低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高收入组

模型17：清洁能源
消费额

182.088
(116.501)

模型18：清洁能源
消费成本占比

0.005
(0.007)

模型19：清洁能源
消费额

-174.357
(335.286)

-54.091
(359.587)

674.537*

(390.489)

模型20：清洁能源
消费成本占比

-0.027
(0.020)

-0.021
(0.022)

0.006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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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不显著；而模型6和模型12的检验P值却分别为0.000和0.0003，内生性显著。本文采用“购买能

源的支付频率”这一变量作为“获取清洁能源的容易程度”和“获取清洁能源所需额外成本”这两个指

标的工具变量，继续对模型 6和模型 12进行内生性检验，得到前者的检验P值为 0.0527，内生性不显

著，后者的检验P值日上升为 0.0388。本文将“购买能源的支付频率”这一变量放入Tobit模型中，发

现变量的显著性与影响方向均保持一致，在模型 12中，教育对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比的影响仍为负，

系数依然显著。由此可见，在考虑了内生性的问题后，可获得性对能源的耗能和消费仍起着一定程

度的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1.结 论

本文从农户家庭生活能源耗能结构和支出结构两个维度，分析了农户生活能源中清洁能源耗能

及其使用占比，并深入探讨了其影响机制。本文认为，在农户的清洁能源消费中家庭禀赋效应和接

近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家庭禀赋效应的发生机制因为清洁能源自身的特点而产生“意外的后

果”，即在农村的清洁能源消费存在“廉价的高品位”特征：由于部分清洁能源取之于大自然，故部分

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时，其实际的清洁能源支出却低于其他农户使用传统能源的支出，由

此在“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下，高人力资本的农户享受着“廉价的高品位”。

从家庭禀赋效应层面来看，拥有较丰富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更多地消费清洁能源，其中

既有受教育所带来的认知改变因素，也有经济收入所获得保障以及因为较高收入地位所带来的“符

号性”消费；社会资本对清洁能源消费影响比较显著，其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参与公

共事务或带头使用政府提倡的清洁能源，此外，党员往往是农村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对新事物的

接受程度和包容度较之于其他人群而言更高。从农村清洁能源消费存在“廉价的高品位”特征来看，

农户使用能源存在一定的“非经济理性”特性，即面对使用清洁能源支出更低，却仍有相当部分的农

户仍然使用传统能源，而非清洁能源。导致这一特性形成的原因，可能是部分农户的认识不到位，误

以为使用清洁能源“费钱”，故遵从传统习惯而使用传统能源；同时也可能是清洁能源使用初始器械

的投入限制了农户的清洁能源使用。

从接近效应层面来看，农户距清洁能源的供给点越近，获得清洁能源的交通成本越低，农户越可

能使用它。这一效应的发生机制既可能是交易成本的要素，也有可能是学习机制，即距清洁能源的

供应点越近，农户对其使用及效能的认知就可能越充分，故更容易使用它。

2.讨 论

根据本文的结论，要让农户有效地使用清洁能源，并在增加对清洁能源消费的同时，完成对非清

洁能源的替代，除了考虑在地理范围内因势利导外，还要从几个途径着手。

首先，要加强清洁能源的科普宣传，使得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户对清洁能源有普及型认识，尤

其加大对沼气的宣传力度，让有条件的农户认识到沼气与气、电一样，有着清洁、便利和成本相对低

的优点。同时，对于家庭人口规模大，用能负担重的家庭，引导其使用太阳能和沼气，避免只使用单

一的电能。

其次，要重视农户消费行为的社区效应。农户的消费行为不仅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还受到家

庭在社区中所处的整体物质水平和经济地位的影响。一方面，农户日益增长的经济能力使得农户消

耗越来越多的清洁能源，另一方面，农户在社区内形成的对经济水平的评价习惯又使得农户对生活

中既有的用能模式（传统用能模式）持有惯性，因此，避免农户产生增能不节能的用能习惯，引导农户

在替换非清洁能源的同时又能节约清洁能源是当前亟待重视的问题。

最后，本文进一步证实了能源可获得对农户选择使用清洁能源的重要性，不仅政府要加大对清

洁能源的研发进度并加大对大型设施的投入力度外，还要从市场层面加大对农村清洁能源以及器具

143



（总158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供给力度，并提高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的购买能力，如设置便利的清洁能源供应点，鼓励从事清洁

能源生产的企业提供辐射城乡的配套服务，以保证农户可以获得安全、便利的能源，并消除农村清洁

能源应用的技术性顾虑等；在清洁能源设施无法覆盖的农村区域，要对农户在炊事、取暖中使用的煤

炭、薪柴设备或器具进行节能改良，以村为单位，发动党员的积极性，在当地推动节约能源示范效应，

逐步强化农户对能源污染的忧患性意识，提高这类农户在生活上的节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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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ap High⁃quality Consumption”：Household Endowment
and Proximity Effect on Farmers’Clean Energy Consumption

YANG Liu，WAN Jiangh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national household energy data of rural households in CGSS2015, the pa‐
per describes the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status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adopted the tobit regres‐
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human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research sta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endowment and energy supply, to test if social capital, economic capital,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clean energy have an impact on farmers’clean energy consumption. It is found that clean energy con‐
sump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cheap high-quality consumption”. Through data analysi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farmers with high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consume“high-quality”clean en‐
ergy, but their actual energy expenditures are lower than other farmers’expenditures on traditional en‐
ergy sources, resulting in an upside-down phenomenon of grade and cost. In terms of affect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rural households’clean energy, both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have a signifi‐
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used by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energy availability, the distance of a farm household from the clean en‐
ergy supply poi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oportion of clean ener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ean energy expenditure costs, the higher the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in the hu‐
man capital element, the lower the ratio of clean energy consumption costs to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
tion costs, an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capital on farmers’clean energ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When it is easier for farmers to obtain clean energy, they will increase their con‐
sumption quota and their consumption ratio.

Key words household endowment effect; proximity effect; clean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con‐
sumption ratio;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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